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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道德动机是指人们为了达到道德目的而做出道德行为的内部驱动力, 它通常包含两个维度: 能动和共生. 能
动是指提升个人利益的动机, 反映在社会权力、支配性、物质财富和成就等范畴; 共生是指提升他人利益的动机,
反映在仁慈、人际考量、社会公正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范畴. 本研究基于叠加之后全天24 h的微博数据, 描绘了道

德动机如何随着时间节点而变. 纳入分析的微博数据包含了超过百万条社交媒体用户的数据以及超过千万条的微

博内容. 结果发现, 无论是在总体水平还是活跃用户, 人们的道德动机在上午时段均高于下午、晚上和深夜时段,
其中饮食时间和睡眠时间会使道德动机得到恢复. 另外, 能动和共生两个维度出现了一定的分离效应. 基于大数据

方法, 本研究扩展了道德早晨效应, 并且描绘了中国人的道德动机如何在一天24 h之中动态变化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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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行为是否会随着一天内不同时间节点的变化

而变化? 心理学研究表明, 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是肯

定的. 犯罪学的研究发现, 时间比任何其他相关指标

都能更好地预测犯罪率[1]. 在民俗信念中, 我们通常认

为三更半夜的时候最不安全, 因为这个时间经常和黑

暗、独处、危险紧密联系在一起. 同时, 官方报告指

出, 青少年犯罪率会从早晨持续上升到下午, 而且会

在凌晨3点左右达到顶峰(参见OJJDP Statistical Brief-
ing Book).

道德动机与自我调节力量及其损耗程度高度相关.
自我调节力量和身体力量相似, 它们会在早晨起床之

后随着活动的消耗和适应不断损耗. 自我调节力量理

论认为, 人们在下午时段表现出的不道德行为是自我

调节资源的损耗导致的结果, 从而让人难以成功地抵

御诱惑. 心理学家同时发现, 某些方法可以抵消自我调

节能量的损耗来防止自我调节资源的枯竭, 最为常见

的实现途径是睡眠和休息. 第一条路径是睡眠, 人们更

有可能在休息和恢复之后表现更佳, 行为更加主动[2].
第二条路径是进食, 尤其是进食含葡萄糖的食物, 它们

可以像补充身体能量一样补充心理能量[3]. 还有一些其

他方法, 比如体验积极情绪或者自我肯定[4].
随着自我调节能量的消耗, 犯罪行为和不道德行

为发生的概率可能会随之提升, 同时亲社会行为和道

德行为可能会降低. 道德行为通常会被两个重要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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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驱动: 能动(agency)和共生(communion)[5]. 能动是指

提升个人利益的动机, 反映在社会权力、支配性、物

质财富和成就等范畴[5], 是涉及个体指向的动机. 共生

是指提升他人利益的动机, 反映在仁慈、人际考量、

社会公正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范畴[5], 是涉及他人指

向的动机. 根据前人研究, 道德动机的高低可以通过共

生维度减去能动维度得到的分数来表示[6].
Frimer等人[5]的研究发现, 道德楷模(moral exem-

plar)以及道德恶魔(moral evil)的道德水平可以分别通

过其自传中关于能动和共生的字数统计差值提取出来.
词汇使用通常反映人格特质与社会功能[7], 包括注意焦

点 [8]
、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 [9]

、社会等级与社会关

系[10]以及道德心理[6]等.
有趣的是, 心理学家早已发现了实验室情境下的

道德时间效应. 研究发现, 在实验操纵的情况下, 人们

在上午时段比下午时段表现出更少的撒谎和欺骗行

为[11]. 同时, 多个研究的证据表明, 与12~18时相比, 大
学生在8~12时表现出更少的欺骗. 研究者将这种效应

称之为道德上午效应[11]. 这个效应背后的可能机制是

自我调节力量大幅损耗. 前人研究同时发现, 当被试的

自我调节资源被剥夺时, 人们更有可能做出不道德行

为, 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认知资源来识别情境中的道

德问题以及克服个人利益的欲望[12]. 另外, 相比于上午

时段, 被试在下午时段会更多地表达他们的欲望, 选择

冲动性的“想要做什么”的倾向, 而不是未来导向的“应
当做什么”的倾向, 这个过程反映了自我调节力量的损

耗. 因此, 我们可以推论, 由于各种各样的日常活动所

带来的心理层面的疲劳和枯竭, 比如决策行为、监控

行为、生理能量的消耗等会对人们的道德行为产生负

面影响. 这意味着人们更有可能在上午表现出更多道

德行为, 更有可能克服诱惑[11].
基于自我调节力量模型, 缺乏自我调节力量容易

导致消极的行为后果, 包括犯罪行为和不道德行为[13].
自我调节力量理论认为, 由于反复使用和活动消耗, 自
我调节资源会随着时间弱化而衰减. 因而, 研究者提出

有限资源模型来概念化自我控制, 这些资源被称之为

自我调节力量. 自我调节力量会因自我控制的行动被

消耗, 导致后续的表现甚至其他自我控制相关任务的

表现变得更加糟糕[14]. 自我调节力量可以很好地预测

消极行为后果, 例如成瘾、注意缺陷或者亢奋障碍、

厌食症、饮酒问题以及犯罪行为[13]. 尽管自我调节力

量理论已被大量的实证研究所验证和引用, 但是近期

研究发现, 自我损耗效应并不总是稳定可靠, 甚至可能

不是真实的效应[15]. 关于自我损耗效应是否能被重复

和验证的争论依然在继续进行[16]. 我们认为, 自我损耗

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道德时间效应, 这种解释和前人

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仍采用这个理论来推

导和解释我们的研究假设.
我们认为, 自我损耗带来的疲劳可能会降低人们

抑制不道德动机的能力, 因而导致了道德时间效应. 人
们的道德动机, 即能动和共生及两者的差异驱动着道

德行为. 如果将自我调节力量类比为身体能量, 那么能

动、共生和道德动机同样也会消耗心理资源, 其工作

机制等同于饮食和睡眠在不停地消耗生理资源[2,17].
我们认为, 自我调节能量模型能够更好地解释道

德时间效应. 其中一个可能的竞争理论为“资源获取假

设”. 根据进化心理学的解释, 人们需要在有限的资源

条件下获取更多的资源来保证更大概率的生存和繁

衍[18]. 那么人们在早晨起床时应当是资源最少的时段,
为了获取更多资源, 人们需要更加关注利己行为. 然而

随着一天的时间变化, 人们在资源得到一定积累之后,
才有能量和条件实施利他行为. 以此类推, 道德动机应

当是在上午时段最低, 下午时段升高, 晚上时段再次下

降. 但是, 我们的结果表明, 人们的道德动机在上午时

段最高, 下午时段下降, 晚上时段最低. 所以, 我们认为,
自我损耗模型比资源获得假设能够更好地解释本研究

的科学发现.
本研究基于社交媒体大数据来试图描绘道德动机

的时间效应. 创新之处体现于以下三点: 第一, 已有研

究仅仅考察了上午或者下午的道德差异比较, 而我们

对于道德动机时间效应的考察贯穿了一整天并且精确

到了分钟水平; 第二, 前人研究大多采用问卷调查或者

行为实验的方法研究道德动机, 我们所采用的自我生

成的大数据显著提升了研究结果的生态效度[19]; 第三,
我们的研究拓展了已有的道德行为研究, 将其延伸到

了道德动机层面. 尽管道德动机和道德行为可能高度

相关, 但是道德动机并不一定转化为道德行为. 本研究

的数据来源是普通用户自发产生的网络语言, 一定程

度上表征了人们在自然状态下的道德意图或者道德动

机, 减少了社会赞许性, 而道德行为通常发生于受到严

格控制的社会情境[20].
基于中国微博用户的数据, 我们通过分析关键词

词频来考察道德动机的变化趋势. 由于所有的动机转

换为真实的道德行为需要自我调节力量, 因此我们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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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能动、共生这两个道德动机会随着一天24 h的变化

而下降, 这种变化趋势反映在微博用户所使用的网络

语言之中. 本研究的具体假设为: H1: 能动动机在上午

(6~12时)的强度显著高于下午(12~18时)和晚上(18时~
次日0时); H2: 共生动机在上午(6~12时)的强度显著高

于下午(12~18时)和晚上(18时~次日0时); H3: 道德动机

在上午(6~12时)的强度显著高于下午(12~18时)和晚上

(18时~次日0时).

1 方法

1.1 研究工具

我们采用了Frimer编制的道德动机词典(The moral
motivation dictionary. Unpublished materials, 2013), 该
词典原先是为LIWC所用[7]. 该词典包含了表征能动维

度的349个词汇(比如成就、击败、花费等)以及表征共

生维度的146个词汇(比如接纳、关爱、善良等)[6]. 我

们将道德动机词典翻译成简体中文, 最终的词典一共

包含1360个词汇. 2位英语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完成了翻

译的过程, 生成了第一个版本的道德动机词典. 为了验

证词典的效度, 5位不知晓实验目的的心理学博士研究

生对于每一个词汇进行如下评价: “你认为下面这个词

汇可以代表能动或者共生吗?” 我们采用了相对保守的

标准和原则, 保留了五分之四的人都认为可以代表其

中一个维度的词汇, 以此来保证良好的表面效度. 最终

我们生成了一个中文版的道德动机词典, 其中包含690
个表示能动的词汇以及260个表示共生的词汇. 该词典

已被应用到其他相关的社交媒体研究当中[20], 已有证

据显示该词典的信效度良好.

1.2 数据库

在进行数据分析之前, 我们使用了中文分词技术

预处理后再计算数据中的词频. 类似于Twitter和Face-
book, 新浪微博是中国最受欢迎的社交媒体网站, 截至

2018年12月已有4.62亿活跃用户(https://data.weibo.
com/report/reportDetail?id=433). 我们对于微博总数和

微博用户的提取步骤如下: 首先, 我们提取的全部微博

总数为107187223, 全部微博用户总数为24981384; 其

次, 我们手动删除了媒体号、机构号以及含有广告信

息的微博用户, 剩余的微博用户总数是3475605; 再次,
我们进一步从这些微博用户中分离出了最为活跃的

10000个用户(6292个女性、3690个男性和18个没有显

示性别的用户)进行更加精细的分析.需要说明的是,本
文所用微博是从微博诞生至2013年9月的微博, 并非全

部微博数据, 且是研究者自行爬取之数据, 并非每天爬

取数量均等, 也并非每天都有数据爬取, 但是鉴于数据

总量, 我们认为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取样问题.

1.3 数据分析

基于中国版本的道德动机词库, 分析了精确到每

一分钟的词频. 我们分别从总体水平和活跃用户两个

角度探索了道德动机的变化趋势. 在总体水平的角度,
使用了所有微博用户的全部数据, 总体平均值是指在

控制个体水平的条件下, 每一分钟能动或者共生的词

频. 具体而言, 对某一个特定时间的词频进行总分加

和, 没有考虑个体变异. 从活跃用户的角度, 我们将最

活跃的个体嵌套进入具体时段. 通过计算每个用户能

动和共生的词频, 然后计算平均值, 得到每一分钟的道

德动机得分. 采用两个角度的分析策略, 而不是多层线

性模型, 因为多数微博用户发布微博的频率并不算高

(每天1~2次), 大多数微博是由少数极为活跃的用户所

贡献的. 因此, 我们同时进行了总体水平的分析和活跃

用户的分析, 以期提供更加完整和丰富的数据结果.

2 结果

2.1 总体水平分析

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 上午和下午的微博总数存

在显著差异F(3,1436)=11.903, P<0.001, η2=0.024. 多重

比较分析表明, 上午的微博总数(M=74231.04, SD=
2653.017)显著低于下午的微博总数(M=75006.61, SD=
2594.922), P<0.001, d=0.296, 与晚上(M=74617.15,
SD=2389.532), P=0.309, d=0.153, 以及深夜(M=
73887.49, SD=2966.157), P<0.499, d=0.122不存在显著

差异. 我们采用以下公式来计算道德动机:

GMM = GFC GFA

=
GFC

GT × 260
GFA

GT × 690.

i i i

ij

i

ij

i

GMM指的是总体水平上每一分钟的道德动机 ,
GFC和GFA是总体水平上共生和能动的分值. GT是每

一分钟的微博总数. 在此公式中, i代表每一分钟, j代表

每个词汇.
表1显示了基本的描述统计和目标动机在不同时

间的变化趋势. 能动(F(3,1436)=717.850,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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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2=0.600), 共生(F(3,1436)=555.264, P<0.001, η2=0.537)
和道德动机(F(3,1436)=87.180, P<0.001, η2=0.154)的词

频在一天当中的不同时段存在显著差异. 多重比较分

析表明, 上午的道德动机强度显著高于下午和深夜的

道德动机强度(表1). 这个发现证实了我们的研究假设

(H1~H3).
回归分析结果发现, 上午的时段(6~12时), 能动

(B=–0.869, F(1,1078)=3327.017, P<0.001)、共生(B=
–0.879, F(1,1078)=3681.714, P<0.001)和道德动机(B=
–0.570, F(1,1078)=519.017, P<0.001)的水平都在下降.
具体而言, 所有3个动机都在上午和晚上普遍下降, 在

下午有所上升(能动水平没有显著变化), 在深夜同样有

所上升(表1, 图1和2). 我们推测其中的原因之一可能是

人们进餐活动和睡眠活动导致自我调节能量的恢复和

补给.

2.2 活跃用户分析

采用以下公式来计算活跃用户每一分钟的道德

动机:

CC
IMM = IFC IFA

= CT × 260
CA

CT × 690.

in in in

ijn

in

ijn

in

为了验证结果的稳定性, 我们采用了同样的公式

计算了前10000名最活跃的用户.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能动(F(3,1436)=1800.736, P<0.001, η2=0.790)、共生

(F(3,1436)=1195.398, P<0.001, η2=0.714)和道德动机

(F(3,1436)=686.679, P<0.001, η2=0.589)在一天中的不

同时段存在显著差异. 多重比较分析表明, 能动维度的

表 1 能动、共生和道德动机在总体水平上的平均值和标准差a)

Table 1 Statistics of agency, communion and moral motivation at group-means level

上午(6:00~11:59) 下午(12:00~17:59) 晚上(18:00~23:59) 深夜(00:00~05:59)
事后检验

Mean SD Beta Mean SD Beta Mean SD Beta Mean SD Beta

能动 0.001608 0.000063 –0.324*** 0.001543 0.000049 0.017 0.001338 0.000054 –0.809*** 0.001603 0.000151 0.951*** M=N>A>E
共生 0.001655 0.000096 –0.612*** 0.001550 0.000058 0.339*** 0.001329 0.000067 –0.913*** 0.001609 0.000193 0.977*** M>N>A>E
道德
动机

0.000047 0.000052 –0.730*** 0.000007 0.000032 0.583*** –0.000010 0.000027 –0.664*** 0.000006 0.000071 0.628*** M>N=A>E

a) *, P<0.05, **, P<0.01, ***, P<0.001; 事后检验使用Bonferroni test (α=0.5); M=上午, A=下午, E=晚上, N=深夜; 表中的回归系数为标准化
回归系数

图 1 (网络版彩色)每分钟总体水平上能动和共生的变化趋势图
Figure 1 (Color online) Trends of agency and communion at group-means level per min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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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频水平从高到低依次为下午(M=0.0015697, SD=
0.0000893)、上午(M=0.001458, SD=0.0001242)、晚上

(M=0.0015697, SD=0.0000893)和深夜(M=0.0008580,
SD=0.0003050).

表2显示了能动、共生和道德动机在不同时段的

变化趋势.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表明, 能动(Mauchly’s
W=0.398, χ2=922.339, df=5, P<0.001, Sphericity As-
sumed F(3,29997)=59.564, P<0.001, η2=0.006). 共生

(Mauchly’s W=0.492, χ2=7089.333, df=5, P<0.001,
Sphericity Assumed F(3,29997)=41.664, P<0.001, η2=
0.004)和道德动机(Mauchly’s W=0.603, χ2=5059.510,
df=5, P<0.001)在一天中的不同时段差异显著. 多重比

较分析显示, 道德动机在上午时段最高, 其次是下午、

晚上和深夜时段. 能动和共生的动机是深夜高于上午

和下午, 这一发现与我们的假设并不一致.
综上所述, 无论是总体水平还是活跃用户, 道德动

机的变化趋势均验证了我们的假设, 但是能动和共生

的动态变化模式仍然不能得出确切的结论, 还需更多

的结果来佐证和支持.

3 讨论

基于中国微博用户数据的分析, 本研究结果支持

了Kouchaki和Smith[11]所提出的道德上午效应, 并且进

一步扩展了道德上午效应的时长和范畴. 首先, 我们发

现, 道德动机的顶峰出现在进餐之后以及睡觉之后, 然
后持续下降一直到下一次进食和睡眠. 这个结果符合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日之计在于晨”的思想观念. 其次,
我们的研究将自我调节理论的损耗和恢复模型扩展到

了道德动机范畴[4,21], 而道德动机的变化很有可能是行

为差异背后的真实原因和内在驱动力. 再次, 我们认为

自我调节力量模型能够很好地解释道德动机的变化规

律, 而不是其他相悖的解释, 比如资源获得假设. 最后,
我们的发现刻画了中国微博用户的道德动机变化模式

以及能动与共生两种基本动机的变化模式, 这样完整

的全时域刻画道德的时间效应在道德心理学领域还是

首次. 另外, 本研究还为时间分配、犯罪预警等多个领

图 2 (网络版彩色)每分钟总体水平上道德动机的变化趋势图
Figure 2 (Color online) Trends of moral motivation at group-means level per minute

表 2 能动、共生和道德动机在活跃用户中的平均值和标准差a)

Table 2 Statistics of agency, communion and moral motivation at individual-means level

上午(6:00~11:59) 下午(12:00~17:59) 晚上(18:00~23:59) 深夜(00:00~05:59)
事后检验

Mean SD Beta Mean SD Beta Mean SD Beta Mean SD Beta
能动 0.06645 0.11413 0.728*** 0.06958 0.11964 –0.009 0.06347 0.10380 –0.058 0.07135 0.10078 –0.635*** N>A>M>E
共生 0.05167 0.09964 0.567*** 0.05221 0.09936 –0.019 0.04827 0.09816 –0.056 0.05547 0.08693 –0.411*** N>M=A>E

道德动机 –0.014782 0.06590 –0.506*** –0.01737 0.07041 –0.008 –0.01521 0.07662 0.007 –0.01587 0.06769 0.496*** M=E, M>N>A
a) *, P<0.05, **, P<0.01, ***, P<0.001; 事后检验使用Bonferroni test (α=0.5); M=上午, A=下午, E=晚上, N=深夜; 表中的回归系数为标准化

回归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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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提供了基础理论的支撑作用.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与不足. 第一, 道德动机的

变化是否会受到进餐和睡眠的直接影响, 精确的进餐

和睡眠时间目前仅仅是主观猜测, 没有得到很好的统

计控制. 一般情况下, 中国人的进餐时间是8时吃早餐,
12时吃午餐, 18时吃晚餐. 我们仅仅基于大致的3个时

间点来推测结论. 理想情况下, 我们需要获取分钟水平

的进餐时间, 将进餐时间和睡眠时间作为混淆变量加

以统计控制. 第二, 因为微博数据为用户自动生成的数

据, 我们没有控制其他可能影响道德动机的个体差异

变量, 比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社会经济地位

等因素. 第三, 由于数据采样问题, 我们也缺乏对微博

用户的粉丝数量进行控制, 粉丝数量的多寡可能决定

用户发送微博的受众数量, 而这可能会影响到微博用

户在微博上语言表达的真实性以及道德性.

本研究的贡献与启示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 第一,
Kouchaki和Smith[11]的研究仅仅发现了在上午和下午

两个时段的道德行为差异, 但是没有精确地测量每个

小时中某一分钟的变化趋势, 我们首次为全天24 h的
道德变化提供了更加完整的图景和描绘. 第二, 我们纳

入了道德动机的变化, 不但扩展了前人的研究,也为道

德行为的变化提供一个重要的中介因素. 第三, Kou-
chaki和Smith[11]的研究对象仅仅包含了西方被试, 我

们的研究基于中国人的样本支持了前人的发现和结

论. 尽管本研究的结论不能直接推广到其他文化群体,
但全天24 h的道德动机变化可能是不同文化之间所共

享的模式. 最后, 相比问卷调查和行为实验, 我们采用

的社交媒体数据包含了大量更加综合和丰富的信息

和语言, 因此研究结论能够很好地补充和验证相关

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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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l motivation refers to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s that give rise to individuals’ moral behaviors for achieving their moral
goals. It typically contains two dimensions: Agency and communion. Agency denotes motives to advance the well-being of
self within a social hierarchy, as manifested in achievement, social power, or material wealth. Communion denotes motives
to advance the well-being of others, as manifested in concerns for disadvantaged, distant others, or the ecological well-
being of the planet. Based on Sina Weibo data, the current study has depicted how moral motivation fluctuated throughout
the day. Our Weibo data contained tens of millions of social media user statistics and hundreds of microblogs. Two separate
levels of analysis were used to explore the changes of moral motivation. The first level was group-means level. In this level,
we used all data we collected including all microblog users, and the “group-means” means the word frequencies of
communion or agency per minute, which neglected th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The second level was individual-means
level. In this level, only the most active individuals were included. When we calculated the moral motivation per minute,
we first looked at the communion/agency of each user, and then averaged the results of all users. Results indicated that
moral motivation in the morning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afternoon, evening, and night, with rejuvenating benefits of
eating and sleeping at both group level and individual level. Moreover, there appeared a diverging effect between agency
and communion. Specifically, we have found that after eating (especially lunch) and sleeping (including naps around
noon), moral motivation peaked and then decreased until the next time for food and bed,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belief that every morning is a refreshing start in everyday life. Our findings also extend previous
research on self-regulatory strength depletion and restoration to the domain of moral motivation, and changes of moral
motivation might be the real cause and underlying mechanism behind the behavioral differences in the morning and the
afternoon. The current study makes contributions in several areas. First, this research has provided a complete picture of
moral changes throughout the day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based on Sina Weibo data. Second, this research advances the
literature on moral behaviors by including changes of moral motivation, which might be a crucial and new mediator for
moral behavioral changes. Third, our findings increase the generalizability of previous research on moral behaviors by
replicating the findings with a Chinese sample. Finally, compared with survey study and experiments, the social media data
we collected and utilized include more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information, which contributes to the robustness of our
results. Taken together, our findings provide further validation and empirical support for the morning morality effect and
reveal the dynamic pattern of the changes of human moral motivation.

morality, moral motivation, big data, agency, communion, Weibo word frequ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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